




二元转型及其动态演进下的
刘易斯转折点讨论*

张 桂 文

【摘 要】目前，学术界对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难以达成共识，其主要原

因是忽略了对二元经济转型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及对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特殊

性的认识。若从动态演进的角度把二元经济转型作为生产技术与组织制度二

元性双重转换过程，并充分考虑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特殊性就会发现，刘易斯

转折点只是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的临界点，进入这一临界点只表明经

济发展摆脱了贫穷的恶性循环，完成了经济起飞；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都开始

遵循商业化原则，劳动力的竞争性使用导致工资铁律与古典储蓄规则不再适

用。作者认为，把“短缺点”与“商业化点”的间隔界定为刘易斯转折区间，参照

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与市场化的发展进程，即使不用严格的数理

统计与计量检验，也可以断定中国已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
【关键词】刘易斯转折点 二元经济转型 农业剩余劳动力

【作 者】张桂文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度，劳动力无限供给几乎成了人们对基本国情认识的思

维定式。但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先是沿海地区出现了技工荒，继而技工荒又于 2004 年左

右逐步演变成持续数年的民工荒。这一现象引起了学术界与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有学者

把民工荒的出现与“刘易斯转折点”联系起来，并从人口红利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与职工

工资变化等角度论证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这一观点引起了学术界对刘易斯转折点的激

烈争论（蔡昉，2008；李朝晖，2011；袁志刚，2010；卿涛等，2011；朱晶等，2011）。从讨论的总

体情况看，持反对意见者占大多数。这似乎不难理解，毕竟低端劳动力短缺已成为近十年来经

济运行常态的同时，中国社会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就业压力，预计未来一二十年劳动就业压力

依然非常突出，这一矛盾的现象被一些学者称为“刘易斯悖论”（陶然等，2011）。认真研究争论

双方的学术观点，笔者认为导致争议双方难以达成学术共识的关键是忽略了对二元经济转型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制度变迁视角下的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研究”（批准号：11&ZD146）的阶

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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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及对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特殊性的认识。

一、二元经济转型是生产技术与组织制度二元性双重转换的统一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任何社会再生产都是物质资料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

的统一，任何经济活动必然是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统一。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的辩证关系，任何两个具有明显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的经济体，也必然会存在组织制度

方面的明显区别。以此推论，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二元经济，必然具

有生产技术与组织制度双重二元性的特点。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与以农业为代表的传

统部门，不仅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巨大差距，其经济运行还遵循着不同原则。前者遵

循利润最大化原则，从而实际工资率及相对工资份额由城市劳动力市场竞争性决定（费景

汉、古斯塔夫·拉尼斯，2004）；后者信守产量最大化原则，实际工资取决于农业平均产出水

平。二元经济转型初期，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生产率极低，农业产出仅

能维持生存，给定土地上持续人口压力导致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低于农业平均产出。这种

“生存农业”的特点，一方面决定了传统农业高度自给自足，农业生产的目标函数是为自己

家庭提供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因此，产量最大化就成为其遵循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决定

了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不能由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决定，只能由农业平均产出水平决定。
这种由农业平均产出水平决定的工资被称为生存工资或制度工资，称为生存工资是因为这

种工资水平仅够其维持生存，称为制度工资是因为这种工资不是按商业化原则取酬，而是

在农户家庭内部按分享制原则分配，经济租金的一部分根据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分配原则

用于对家庭成员的补偿。传统农业阶段，经济租金在运行层次上并不重要，土地作为一种生

产要素无疑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但却没有可能通过不同形式的商业活动实现资本化收

益。可见农业之所以被称为传统部门，不仅是由于其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城市非农产业，更是

由于其自给自足的生存导向及由血缘关系和分享制所决定的非商品化分配原则。因此，二

元经济转型不仅是指突破生产技术二元性，使经济结构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非农产业为

主，更是指突破组织制度二元性，使农业与非农产业都依据市场化原则运行。
由于二元经济转型是生产技术与组织制度二元性双重转换的统一，因此，刘易斯转折

点也就具有了生产技术与组织制度二元性双重转换的涵义。根据费景汉—拉尼斯的定义，

“刘易斯转折点”是指边际生产率小于不变制度工资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现代工

业部门。从生产技术二元转换的角度看，在“刘易斯转折点”上，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生

存工资。对于现代工业部门来说，此时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用工量也在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

生存工资这一点上①。因此，在刘易斯转折点上，工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大致相同，这说明到

① 实际上这一点包括了劳动力的生存工资加上迁移成本，劳动力的迁移成本又包括在城市生活费用

的增量和适应城市生活的心理成本。为了分析方便，迁移成本暂且忽略不计。这样省略的另一个重

要原因是迁移成本不影响分析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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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刘易斯转折点时工业和农业两部门的生产技术二元转换基本完成。

从组织制度二元转换的角度考察，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生存工资水平，说明从刘

易斯转折点开始，农业部门的收入分配不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采取分享制原则，而开始遵

循商业化原则，农业劳动力工资收入开始由劳动边际生产率决定，与此相适应，农民的市场

参与率大幅度提高，土地也开始由农民的生存保障变为商业化资产。因此，刘易斯转折点的

到来，意味着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组织制度二元转换的基本完成。

把生产技术与组织制度二元转换结合在一起分析，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二元经济转型进

入了刘易斯转折点，一方面意味着社会劳动生产力水平能够满足所有人的基本生活需求；

另一方面说明在社会收入分配关系上“工人工资只能等于生存工资”的这一古典工资铁律，

以及建立在这一工资铁律之上的古典储蓄规则被破除。可见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只是表

明一个国家或地区打破了贫穷的恶性循环，实现了经济起飞。

二、从二元经济转型动态演进的角度考察刘易斯转折点

由二元经济向现代化一元经济转型不是一个瞬时调节过程，而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

以往对二元经济转折点的讨论往往局限于对刘易斯转折点前后的经济运行进行比较静态

分析，没有在二元经济转型的动态演进中把握刘易斯转折点的实质。若把二元经济转型作

为一个动态演进过程来分析，就会对刘易斯转折点的政治经济学涵义有进一步的认识。

（一） 刘易斯转折点只是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的临界点

通过以上对刘易斯转折点的静态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刘易斯转折点上，农业与

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大致相同，因此，进入刘易斯转折点意味着生产技术二元转换

基本完成。目前，几乎所有二元经济理论都把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作为二元经济转型完成

的标志，但是，如果把二元经济转型作为一个动态演进过程来分析，就不难看出刘易斯转

折点只是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的临界点，进入这一临界点绝不意味着二元经济转型

的结束。

在这一临界点之前，边际生产率低于制度工资的剩余劳动力存在，决定了只要工业部

门的工资水平能够补偿农业部门生存工资与乡城迁移成本，就能雇用到所需要的任何劳动

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部门的工资也属于生存工资。而生存工资是劳动力供给价格的下

限，如果实际工资低于这一水平，劳动力再生产就无法正常进行。因此，工业部门的工资水

平也不能低于生存工资，低于这一水平将雇用不到任何劳动力。这说明，在生存工资水平上

劳动力供给具有完全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易斯把其称为“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对于

现代部门来说，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劳动使用量是在劳动边际生产率与生存工资相等的那一

点上。总劳动供给与现代部门雇用量之差就滞留在农业部门，因此，在二元经济转型过程中

农业部门实际上充当了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而在刘易斯转折点上，农业劳动边际生产

二元转型及其动态演进下的刘易斯转折点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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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等于不变制度工资，在这一临界点上和临界点之前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等于生存工资，

如果迁移成本忽略不计，二者刚好相等。从动态分析，一旦超过了这一临界水平，工业和农

业两大部门的工资水平就由各自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来决定。由于工业部门的聚集效应和规

模效应突破了农业部门分散化所引致的低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加之工业部

门产品需求弹性大，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都小于农业部门，一般来说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

生产率，从而其工资水平要高于农业部门。因此，刘易斯转折点来临之后，工业和农业两大

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并不相等，农业劳动力的乡城迁移也远未结束，甚至会出现加速转

移的趋势。从各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实践看，农业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的大规模迁移一直

到农业劳动力占比在 10%左右才会基本结束。即便如此，各国政府还不得不通过各种农业

补贴来维持农业与非农业收入的大体平衡。

可见，如果把刘易斯转折点放在二元经济转型的动态演进过程中来考察，转折点的到

来，只是意味着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在生存工资这一点上取得了瞬时平

衡，既不能表明劳动力从此由无限供给转为短缺，更不意味着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生产技

术二元转换的完成。

（二） 刘易斯转折点具有组织制度二元转换的意义

把二元经济转型作为动态演进过程来考察，不难发现，虽然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并不意

味着生产技术二元转换的完成，却可以表明农业部门“商业化”过程基本完成。

首先，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说明农业部门的收入分配由传统分享制转为遵循商业化

原则。设刘易斯转折点为时间点 T*，WA 为农业劳动力工资，IW 为农业部门的制度工资，

MPPA 为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刘易斯转折点前后农业部门的工资收入、制度工资与劳动边

际生产率的关系为：

WA=IW＞MPPA 当 T＜T*； WA= MPPA≥IW 当 T≥T*

当 T≥T* 时 MPPA≥IW，说明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后，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将高于

生存工资水平，从此时开始农业部门的收入分配遵循商业化原则，即由农业劳动边际生产

率决定其工资水平。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的竞争性使用也使

非农产业的工资水平不再受制于农业生存工资。

其次，进入刘易斯转折点，随着农民市场参与程度大幅度提升，农业经营的目标函数由

产量最大化转为利润最大化。当 T＜T* 时，MPPA＜IW，经济租金的一部分会用于对家庭成员

的补偿，因此，农户用于市场交易的产品小于经济租金份额，农产品商品率或农民的市场参

与率很低。当 T≥T* 时，由于 MPPA≥IW，经济租金不必用于对家庭成员的补偿，可以全部作为

剩余产品用于市场交易。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民摆脱了生存压力，随着农民市

场参与程度的提高，农业经营的目标函数也开始由追求产量最大化转为追求利润最大化。

再次，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土地开始由农民的生存保障变为商业化资产。当 T≥T*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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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MPPA≥IW，土地地租也不必用于家庭成员的生活补偿；同时，非农产业发展，又使非农

就业的稳定性及工资收入不断增加，上述两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土地对农民的生存保障

作用相对减弱；而农民市场参与程度的提高及对利润最大的追求，又突出了土地的物质资

本属性。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农民希望通过土地流转获得地租收入或通过一次性的土地转

让实现地租收入的资本化；从事农业经营的农户希望通过农业规模经营获得更多收入，并

通过土地抵押等形式获得资金支持。因此，“以往基于安全考虑而一直当做农户财产的土

地，如今已作为一种商业化资产进入市场交易……传统主义就这样被农村社会中劳动力和

土地资产的商业化所削弱。”①

（三） 可以把“短缺点”与“商业化点”的间隔界定为刘易斯转折区间

二元经济转型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只能逐渐地再配置到

现代部门，在这一过程中两大部门的劳动力市场不能同时出清，其工资水平也不能紧随着

劳动边际生产率的变动而变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折也不会是非

常突出的一个时间点，而更有可能是一个时间段。

如果把二元经济转折作为一个时间段来研究，那么这一区间应界定为从“短缺点”到

“商业化点”的这一间隔区间。所谓“短缺点”是指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这部分剩余劳动力

转移到非农产业的这一点。在这点之前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会影响粮食总产量，从而不

会发生粮食短缺；而超过了这一点，边际生产率大于零小于生存工资的劳动力转移就会减

少农业总产量，从而出现粮食短缺。这一点与刘易斯本人最初二元经济模型中的转折点是

一个点，学者们通常把这一点作为刘易斯第一转折点；所谓“商业化点”就是前面所提到的

劳动边际生产率小于生存工资的这部分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的这一点。之

所以被称为商业化点，是因为达到这一点后农业部门开始商业化了，其经济运行也与工业

部门一样遵循市场化原则，“商业化点”通常也被学者们叫做刘易斯第二转折点。所以要把

“短缺点”与“商业化点”的间隔界定为刘易斯转折区间有以下两大方面原因。
一是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有限供给。

对这一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刘易斯最初把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

工业部门作为二元经济转型完成的标志，认为一旦这部分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现代工业

部门，农业平均产出就会增加，从而农业部门的生存工资水平就会上涨。农民收入的增加必

然要求工业部门提高工资水平，否则，农业劳动力就不会流入到城市非农产业。后来刘易斯

接受了费景汉与拉尼斯的观点，认为二元经济转型有两个转折点，但他仍然坚持进入第一

转折点工资水平就开始上涨（刘易斯，1989）。与刘易斯不同，费景汉与拉尼斯对刘易斯模型

进行修改，在提出二元经济转型的“短缺点”与“商业化点”两个转折点的同时，也论证了只

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够弥补剩余劳动力转移所造成的农业产出的减少，工农业贸易条件

① 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增长和发展：演进观点》，洪银兴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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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致恶化，在“商业化”转折点到来之前，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的工资水平就不会上升。从

现有文献资料看，大多数学者在接受费景汉与拉尼斯两个转折点的同时，也接受了“商业化

点”到来之前劳动力成本不会上升的观点。

然而，欠发达国家二元经济转型的实践表明在“商业化”点之前，也就是说在剩余劳动

力仍然存在的条件下，工农业工资都出现了上涨的情况。出现这一现象的基本原因一是剩

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提高了农业平均产出，进而提高了农业部门的生存工资水

平，并带动了工业部门的工资上涨；二是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引起了

粮食短缺，恶化了工农业贸易条件，导致了工资水平上升；三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到

城市非农产业，扩大了农产品需求，并通过食品价格的上涨带动工资水平上涨；四是开放经

济条件下国际农产品价格上涨会带动国内农产品价格上升，并引起工资水平上涨。根据欠

发达国家二元经济转型的实际，费景汉与拉尼斯后来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在现实世

界中，工业实际工资在商业化点到来之前可能会缓慢上升，在转折点到来之后只是上升得

更快而已。在商业化点到来之前，实际工资的增长滞后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在商业

化点之后，实际工资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相一致。

二是实现二元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如何从刘易斯第一转折点进入第二转折点。这是因

为，在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之前，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会影响农业总产

出，粮食短缺的情况不会发生，从而不会影响工业部门的现行工资；进入刘易斯第二转折点

意味着短缺点与商业化点相重合，也不会出现因粮食短缺而导致的经济停滞。但当二元经

济转型进入刘易斯第一转折点时，由于边际生产力大于零小于不变制度工资的劳动力转移

会减少农业总产出，平均农业剩余会低于制度工资，这意味着非农业消费的粮食供给不足

以按制度工资满足工人的生活需要。如果农业生产率没有大幅度提高，那么就会出现由于

食品短缺引致的通货膨胀和非农部门工资的超常上涨，结果在商业化点到来之前，工业部

门的扩张就会停止。

可见二元经济转型进入到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就进入了二元经济转型的最困难也是最

关键的阶段。这一阶段不仅由于上述我们所分析的原因，二元经济转型开始进入劳动力成

本上升区间，更由于粮食短缺点的到来，进入了农业政策调整阶段，但由于边际生产力大于

零小于不变制度工资的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工农两部门都存在严重的就业压力。进入这

一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着诸多不易解决的难题。

然而，从国内外学术界对二元经济转折点的讨论中可以看到，学者们对刘易斯第一转

折点的到来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普遍认为二元经济转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刘易斯第二

转折点而不是第一转折点。

（四） 二元经济转型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与市场化的发展过程

如果不是把二元经济转型作为瞬间调整过程，而是把它作为动态演进过程，就不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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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1 年非农业与农业增加值比重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2010 农村人均粮食产量和粮食商品化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现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与市场化的

发展过程。因此，研究二元经济转折点就不能只考虑农业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的转移，还

要把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与市场化的主要经济指标作为重要参考依据，综合考虑经

济、政治、人口等多种因素，保证对这一问题认识的科学性，并使之更加符合各国二元经济

转型的实际。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刘易斯转折点衡量标准的讨论仍局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用估算剩余劳动力存在的方法来衡量刘易斯转折点是否来临；二是用工资是否明显上

涨来论证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三是用人口红利的消失来说明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四

是用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与制度工资的比较来判断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五是用居民收入

分配的变化来考察刘易斯转折点是否来临。应该说上述这些衡量标准各有其经济学道理，

也各有其优点与不足，但据此所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甚至同一衡量标准所得出的结论

也大不相同。目前还没有学者把二元经济转型作为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与市场化发

展过程，并根据这一理念来设计刘易斯转折点来临的评价指标体系。这也是导致学术界对

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难以达成共识的重要原因。
2011 年中国非农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高达 89.9%，农业增加值仅占 10.1%；城镇常

住人口为 6.9 亿，城镇化率为 51.3%；2010 年中国农村人均粮食产量为 814.26 公斤，农户人

均出售粮食为 460.46 公斤,粮食商品化率约为 56.55%①。我们很难想象，非农产业增加值

比重近 90%，城镇化率与粮食商品化率均超过 50%的人口大国，其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仅

为零值水平。高铁梅、范晓非（2011）从农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及收入差距等角度建立计量

模型，论证和检验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模型，结论是中国在 2005 年进入了刘易斯第一

转折点。

三、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特殊性

尽管二元经济转型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一样，有着所有国家或地区都必须遵循的一

般规律，但由于历史传统、二元经济转型的初始条件（人均收入水平、要素禀赋、组织制度特

点等）和国际环境的不同，其二元经济转型的路径与方式也不尽相同，因此，不同国家或地

区二元经济转折区间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完全相同。研究二元经济转型问题，要根据不同国

家的具体国情和国际环境，不仅要把握转折点到来所面临的共性问题，更要深入探讨不同

国家所面临的个性问题。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二元经济转型最突出的特点是二元经济转型远滞后于现代工业

化进程。这是因为其他国家在破除了封建制度启动工业化进程的同时就开始了二元经济转

型过程。新中国破除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却选择了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因此，中国在推

二元转型及其动态演进下的刘易斯转折点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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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工业化进程的同时却强化了二元经济。中国二元经济转型是伴随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

场经济体制转轨才开始启动的，也就是说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启动滞后于工业化进程达 30年

之久；虽然改革开放启动了二元经济转型，但受渐进式制度变迁中城乡二元体制变革滞后

的影响，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采取了特有的“离土不离乡”和“离乡不定居”的非城市化

与半城市化方式，这种二元经济转型的特殊路径，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迁移成本，从而强化

了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滞后性。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27.9%，下

降到 2011 年的 10.1%，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已高达 89.9%，中国已从一个农业经济大国转

变为工业经济大国，但农业劳动力比重仍高达 40%左右，农村常住人口仍占总人口的 48.7%。
二元经济转型的滞后性使中国刘易斯转折区间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劳动就业压力仍然十分严重。王诚（2005）指出，据中国劳动部门的统计和预测，

目前及今后十几年，每年在城镇寻找工作的劳动力是 2 000 万～2 400 万人，而 25 年来每

年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平均只有 1 400 万个。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在总体上每年存在 30%以

上的就业缺口。
二是资源环境与市场需求约束问题突出。由于二元经济转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以至

于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二元经济转型才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一方面还有

大量的边际生产率大于零小于制度工资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向城市现代工业部门转移；

另一方面工业化中后期是由重化工业向高加工度工业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具有产业链

长、资本有机构成高，中间投入品比重大、能源消耗高等特点，因此，进入这一阶段经济发展

的资源与环境约束会更加严重。同时，由于中国还没有进入商业化转折点，收入分配差距还

没有达到库茨涅兹曲线的转折点，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使中国市场需求约束更加严重。
三是区域间二元经济转型失衡不容忽视。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区域失衡问题十分突

出，东部沿海地区已基本完成二元经济转型，西部一些落后省份还处于二元经济转型初期

发展阶段。

四、结 语

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只是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低于制度工资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

到城市现代部门的标志，它既不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工农业劳动生产率从此会完全相

等，更不能表明劳动力从此由过剩进入短缺。从生产技术二元转换的角度分析，刘易斯转折

点的到来，只是意味着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在生存工资这一点上取得了

瞬时平衡，表明从这时起社会劳动生产力水平能够满足所有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从组织制

度二元转换的角度分析，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意味着工农两部门都开始遵循商业化原则，

组织制度二元转换基本完成。刘易斯转折点政治经济学涵义的核心是进入这一转折点，社

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可以使人们能够摆脱贫穷恶性循环，跨越马尔萨斯陷阱，进入中等收入

阶段；而这一生产力发展水平又决定了工资铁律与古典储蓄规则不再适用，劳动力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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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使用使劳动者具有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可能性。
当我们不是把二元经济转折点作为生产技术二元性完全消失，劳动力由过剩到短缺的

标志，只是把它作为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组织制度二元转换基本完成，走出低水平收入陷

阱，完成经济起飞的标志；不是把二元经济转折作为一个孤立的时点，而是把它作为由短缺

点到商业化点的一个转折区间；不只是把劳动力供求关系作为衡量二元经济转折的唯一标

准，而是参照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与市场化等主要经济指标，即使不用严格的数理

统计与计量检验，我们也可以断定中国已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
中国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不仅面临着其他国家都会存在的共性问题，还面临着由于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特殊性所导致就业压力严重、资源环境与市场需求约束加强及区域经济

发展失衡等问题。
一旦二元经济转型进入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区间，原有的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本积累的

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就难以为继，因此，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成为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根本

途径。根据中国体制转轨与结构转换的实际，实现发展方式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关键

是政府制度创新与职能转变。而促进产业梯度转移，优化工业区域布局；调整农业经济政

策，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则是促进二元经济转

型的有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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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igh order services oriented, while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in Middle and West China cities are more complicated. Fourthly, investments are still
strong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urban float- in population growth, especially in East Coastal and developed cities.

Lewis Turning Point from Dual Economy Transition and Dynamic Evolutionary Point of View Zhang Guiwen·59·
Scholars feel difficult to reach consensus about whether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has come at present. The key reason is that we neglect the study

on basic theory of dual economy and fail to understand the specialty of China's dual economic transition. If we are able to, from dynamic evolutionary
point of view, properly recognize the process of dual economic transition as a course of dualistic transitions of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the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 and fully recognize the specialty of China's dual transition, we will find that Lewis turning point is only a threshold of
transition from dual economy to modern integrated economy. Passing the threshold shows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got rid of the vicious circle
of poverty and realized the leap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after two big sectors of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begin to follow commercial
principles. Competition for labors recruiting results in the failure of wage iron law and classical saving principles. Through defining the gap between
deficiency point and commercialized point as Lewis turning zone, referenc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es of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we are able to assert that China has entered the Lewis turning zone even without using mathematic
statistics and econometric examinations.

Estimation on Fertility Level in China 2000-2010：Preliminary Study Based on the 2010 Population Census Zhu Qin·68·
This paper estimates fertility level in China during 2000- 2010 by using the population- shift algorithm and the survival backward method based

on the 2010 population census, and then compares the results with those of the census and surveys over the yea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2000
census undercounted 20.56 million people aged 0- 14, among which the females were much more than the males, and the children aged 1 and 7
were more undercounted than other age groups. The number of reproductive- age- women increased by 7.86% in the past decade, and women aged
35- 49, a lower reproductive group, increased by more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groups of reproductive age. The total fertility rate experienced first
from reducing to rising then being settled with a slight downward tendency. The average total fertility rate was 1.48 over the years of 2000- 2009.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undercount of far younger population in the 2000 census would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the severe underestimation on fertility rate
over the past decade, and the average gap of the total fertility rate between estimations by this study and the results from the census and surveys is 0.
09.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low fertility rate, shrinking and aging reproductive- age- women, change of age structure in China would be sharp in the
future, and an effective policy response would be necessary and urgent.

The Effect of Kinship Network on the Difference in Welfare among Migrants in North-East China（1845-1934） Li Nan·78·
Using a unique survey on actual village in the 1930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ffect of kinship network as one of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migration network on the difference in welfare among migrants in North- east China. By constructing series econometric models, our finding is that:
kinship network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association with the welfare of migrants, and it is an important reason leading to the difference in economic
status or welfare among the migrants. In addition, our estimates also indicate that kinship network promoted upward social mobility for those within
it. This study not only emphasizes the role of kinship network in Northeast migration in the modern China, but also provides the confirmed evidence
to reveal the economic function of kinship network in traditional society.

The Social Insurance of Migrant Workers in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Informal Employment Perspective
Zhang Guoying Wu Shaolong·88·

With focus on informal employment,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individual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migrant workers’social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Labor Contract Law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migrant workers’social insurance, and the investment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The variables of individual have
greater effects on the protection insurance (old- age insurance and unemployment insurance) and have weaker impact on production insurance
(medical insurance, injury insurance and maternity insurance). The variables of enterprise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on migrant workers’insurance
participation, and signing a labor contract is the most powerful factor that will affect migrant workers’insurance. Therefore the interventions of
Migrant worker policy should focus on contract signing, skills training and policy favoring to the labor.

A Study on Meaning and Number of Land-Lost Peasants：A Case Study of Guangdong Province
Li Mingyue Hu Zhuzhi·95·

The absence of clear definition of land- lost peasants leads to confused estimation of the number.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notion of
land- lost peasants should be caught on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dimensions: time, identity, acreage and ownership. On this basis, according to
farmland, agricultural land, collective land, the study estimates the number of land- lost peasants in Guangdong up to Year 2008.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umber of land- lost peasants has been undercounted, and that Dynamic Balance Policy of the Total Amount of Farmland has been little
effective. The Problem of land- lost peasants is more serious than what has been anticipated, thus the government must have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to help resettle the land- lost peasants properly.

Impacts of Labor Migration on Compulsory Schooling Dropout in Rural China Niu Jianlin·103·
Using the data from the CGSS 2006 and county- level socioeconomic indicator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mpacts of labor migration on the

dropouts of school- age children during compulsory education since the 1980s in rural China. Results show that the peers' migration encourages
school- age children to dropout during compulsory education. The teenagers who drop out from junior middle school are more likely to become labor
migrants. To the contrary, the migration of family members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of protecting school- age children from dropping out during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enhancing their chance of pursuing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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